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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形式理论如今已在社会科学领域取得了广泛的应用。微观经济学更是经典形式理论中的代表。

反观社会学领域，经典形式理论却少之又少，马克·格兰诺维特的门槛模型可谓少数中的范例。针对社会学

形式理论的稀缺现状，本文旨在解析门槛模型的一系列建构和拓展思路，并通过与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发展

做比较，试图发现社会学形式理论的独特之处。为了对此做充分讨论，笔者将首先深入简单门槛模型的形

式化与数理化过程，逐一梳理其建模思想，并展示后续模型的延展逻辑；其次，从行为假设的形式化、社会过

程的数理化以及形式理论的延展性这三个方面，具体辨析微观经济学理论与门槛理论的建模差异，并尝试

总结两者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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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科学领域，形式理论（formal theories）已取得了广泛的应用。相较于一般经验研究，形式理论的

建构目的并不在于追求主要基于经验事实的理论抽象，而是通过设置若干基础假定，仅以此进行逻辑推

导，并得出新的结论或猜想。这一与经验研究截然不同的理论生产方式，有其独特的建构逻辑。一方面，

形式模型是一种以形式语言，尤其以数理语言，来表述解释逻辑的研究方法。演绎性与精确性就成为其理

论建构的固有特点；另一方面，一个形式模型的解释逻辑越是能得到多样化拓展，说明该模型越是具备扩

大解释范围的潜力。理论外延的可变大小也直接关系到形式模型的优劣。由此来看，一个社会科学取向

的经典形式理论应当具备以下三个特征：1. 形式化：针对一个在经验层面重复出现的机制性问题，试图建

立简明扼要的行为假设，并只基于给定的行为假设推论这一社会过程，而不囿于纷繁复杂的经验现象或者

反复无止的概念阐释；2. 数理化：为了避免歧义，将理论逻辑转化成更为精确的数学语言，并以数理模型而

非以案例叙述或统计分析的方法，解析其社会过程；3. 延展性：在一个简单形式理论的基础上，通过修正原

有的行为假设和解释机制，完成理论的有效积累。并且，这一积累逻辑不应只流于跨领域式的理论扩张，

而更有待于促成模型的范式性修正。

微观经济学理论就是经典形式模型的一个代表。在一代代经济学家的努力下，最初，从亚当·斯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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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的描述中，抽象出基于“经济人”假设的市场供求关系，完成了理论的形式化塑造；其次，“边际革命”奠

定了供求分析的数理基础，并在数理推演上不断深化“效用最大化”的思想；后续的微观经济学派，诸如扩

展效用理论、信息经济学等，都是新古典经济学模型进一步领域扩张或理论修正的典范，理论之树已然蔚

为大观。反观社会学领域，形式理论却未得到充分发展。社会学者一方面更善于从具体经验现象中发展

理论；另一方面，其繁复的解释范式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单一行为假设下的系统性积累（Hage, 1994）。至

今，社会学界虽不乏颇有影响力的形式理论，但能兼有以上三个重要特征的范例却少之又少。比如，罗伯

特·默顿的自证预言（Merton, 1968）尽管能形式化地描述社会过程的微观基础，却不容易实现数理转化；又

如，哈里森·怀特基于生产商角色互动的市场理论（White, 1981a; 1981b）虽然建构起了相应的数理模型，但

作为一个原创的形式理论，其初始复杂程度已超乎新经济社会学家们的想象，所以，最终难以发展出后继

的研究。

是不是基于社会学视角的研究就不适合建构经典形式理论？其实也不尽然。马克·格兰诺维特的门

槛模型（threshold models, Granovetter, 1978）就是一个较好的示范。作为 20世纪 70年代以来全球最知名

的社会学家之一，格兰诺维特对新经济社会学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熟稔于该领域的学者，通常对其所提

出的弱关系概念与嵌入性观点如雷贯耳，事实上他的门槛模型同样获得了学界的高度关注。从高频引用

情况来看，该模型除了被广泛应用于传播学、毒理学以及政治学研究之外，格兰诺维特本人与后续的社会

学者更是对其进行了诸多的理论性扩展和修正（Granovetter, Soong, 1986, 1988; Hedström, 1994; Chwe,
1999; Watts, Dodds, Newman, 2002; Watts, Dodds, 2009）。为此，本文旨在解析门槛模型的一系列建构和

拓展思路，并通过与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做比较，试图发现社会学形式模型的独特之处。

针对经典形式理论的三个特征，以及社会学式的学科视角，笔者对门槛模型及其后续发展的讨论重点

如下：1. 深入简单门槛模型的全部形式化与数理化过程，逐一梳理与解释其建模思想，并展示后续模型的

延展逻辑；2. 从行为假设的形式化、社会过程的数理化以及形式理论的延展性这三方面，具体辨析微观经

济学理论与门槛理论的建模差异，并尝试总结两者的固有特点。另外，还需说明的是，本文强调形式理论

的目的并不在于判定其与经验研究孰优孰劣，而是希望通过补充一个理论生产的重要视角，对后续的社会

学研究产生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社会学的经典形式理论：简单门槛模型及其后续的模型拓展

在论及“集体行动何以可能”这一议题时，社会学理论习惯于运用制度化的社会规范与价值来解释个

体行为（Granovetter, 1978: 1420）。然而，格兰诺维特认为这一理论只说明了集体行为与个人动机之间的

简化关系——“如果一个群体中的大多数成员做出相同的行为决策，可以推论，无论最初的情况如何，大多

数成员最终都会共享同样的社会规范和信仰”（Granovetter, 1978: 1420）。这意味着，单从趋同的总体结果

直接推论趋同的个人习性，就是既有的社会学理论对宏观行为与微观动机之间的线性认识。然而，从具体

社会过程来看，不仅行动者有认知差异，而且即便认知近乎相同的行动者参加集体行动，往往也会导致多

样化的社会结果。这在事实上，与人际趋同理论的解释逻辑相悖。

为此，在多数情况下，“仅仅知晓集体行动参与者的社会规范、偏好、动机与信仰，只是理解其行为结果

的必要非充分条件”（Granovetter, 1978: 1420）。所以，更待解答的问题是：在何种情况下，“一群暴徒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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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暴动”；又在何种情况下，只有“一个疯狂的刁民在团结的公民面前打破了一扇窗户”（Granovetter, 1978:
1425）？为了充分解释导致多样化后果的社会过程，格兰诺维特（2007:4）“试图挑战社会规范可以引导集

体行为方向这样的模糊理论”，并强调“抽离出规范的架构是很重要的”。如果要具体解释个体的行为如何

聚合成（aggregate）社会后果，就需要观察人际之间复杂而非线性的互动过程。为此，区别于个体趋同的行

为假设，门槛理论从个体决策的互动性和异质性两个角度出发，建构关于互动聚合过程的模型。

（一）行为假设的形式化：互动性与异质性

格兰诺维特对行为假设的形式化处理都基于“门槛”概念而展开。论文甫一开篇，他即开宗明义地强

调，该形式理论的关键在于“门槛”——做出某一决策的人数规模或比例超过某一阈值时，给定的行动者将

采取相同的决策。格兰诺维特坦言，“门槛”思想最早源自托马斯·谢林（Schelling, 1971a, 1971b, 1972）关

于居住隔离问题（residential segregation）的讨论,但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格氏的门槛模型能将“分析的特

征一般化”，并重在回应“在某个人达到行为阈值之前，需要察觉到多少行动人数”，以及考察行为人数的具

体累积效应（Granovetter, 1978:1422-23）。换言之，格氏的门槛模型更注重于定义个体决策的确切来源，

并解析人际之间的互动机制。那么，格兰诺维特是如何实现该模型行为假设的形式化呢？

首先，他认为“并无必要将个体行动仅仅视为理性成本效益的计算结果......无论这些个体‘门槛’背后

的认知或规范因素是什么”，“人可以有成打的理由参与暴动，却不必然牵涉个人的成本效益分析”（格兰诺

维特, 2007）。在格兰诺维特看来，这种仅以他人之前的互动结果作为个体决策考量的设定，既赋予了“门

槛”更具人际互动意义的阈限判断依据，又可实现个人认知的抽象化。与“搭便车”理论（Olson, 1965）中的

“经济人”假设相类似，这种只受他人决策结果影响的行为假设同样体现了社会学式的“片面深刻”。

虽然行动者具有相同的抽象决策形式，但并不代表会产生趋同的个体决策结果。所以，另一个需要形

式化的重点在于如何表示个体间的差异性。格兰诺维特将认知上的个体差异而非个体趋同，作为解释集

体行为结果的主要因素。在他看来，这种异质性可通过门槛分布形态来衡量。以人群暴动为例，既然“不

同人在加入暴动之前会要求不同程度的安全性，并且从暴动中获取的收益也各不相同”（Granovetter, 1978:
1422），那么，个体愿意参加暴动的多种实质性差异就需要化约为一个新变量范畴下的形式性差异，而仅有

抽象意义的门槛分布形态正好符合这一要求。因而，格兰诺维特用门槛变量来衡量个人采取行动的阈限，

与此同时，门槛分布形态又能形式化地呈现出行为决策的人际差异。

为了进一步凸显“门槛”的形式化特征，我们不妨再通过函数关系来辨析。与自证预言一样，门槛模型

所要解释的社会过程也可以理解为一种信念形成机制（belief-formation mechanism, Hedström, P. & Swed⁃
berg, R., 1998）。也就是说，无论是自证预言，还是门槛模型，个人信念被社会所建构都是两者共有的核心

解释机制。假设 bit是在时间 t时个体对采取行动的信念强度，那么，可以看成是其他个体在时间 t-1时采

取行动的人数的增函数 g，即 bit=g(nt-1)。虽然自证预言与门槛模型都强调个体信念来源于他人行为结果

的互动性假设，但两者的本质区别还在于如何表达 bit与 nt-1之间的具体函数关系，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系

统的聚合动力学过程（the aggregate dynamics of the system），也就是说，个体行为的信念强度与其他已参与

行动的人数，这两者之间的函数差异会直接关系到信念形成机制的不同。显然，自证预言并未指明函数 g
的具体内涵，而门槛模型已明确将其表示为个人门槛的函数。作为个人门槛基础上的另一个关键变量，门

槛分布形态又能用于测量不同行动者的信念差异。所以，个体间的门槛异质性如何导致不同的集体行动

后果，就成为门槛模型作为信念形成机制的一种解释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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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过程的数理化：门槛分布与均衡结果

门槛及其分布形态的形式化设定为模型的进一步数理化做了铺垫。为了精确模拟个体差异对集体行

动后果的影响，形式模型的数理“转译”工作势在必行。格兰诺维特指出，在形式意义上，构建模型的目的

在于从门槛的初始分布去预测最终做出某项决定的人数规模或比例。那么，在数理意义上，这一研究内涵

可转化为，随时间推移，在给定动态系统中确定均衡点（equilibrium points）的问题（Granovetter, 1978:
1424）。

首先，格兰诺维特通过两种门槛分布“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比较来强调差异的重要性。试想一个广

场上有 100人，如果发生暴动的门槛分布如下：一个人的门槛是 0，一个人的门槛是 1，一个人的门槛是 2，
以此类推，最后一个人的门槛是 99。显而易见，这是一个均匀的门槛分布。那位门槛是 0的行动者，在任

何情况下都会参与暴动，他的暴动行为势必激励门槛是 1的行动者参与暴动，因为只要有一人参加暴动，

门槛是 1的行动者就会参加，那么广场上的 100人如骨牌效应一般，接连响应，加入暴动行列。那么，暴动

的均衡值就是 100。
现在将均匀的门槛分布重新排列。如果只把原来门槛是 1的行动者设定其门槛为 2，这一微小的改

动，却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社会后果——门槛是 0的行动者仍然参与暴动，却没有门槛是 1的人紧跟其后，那

么，暴动也就止于一个人，均衡值就变成了 1。这两个看似几乎完全相同的人群，其暴动结果之所以差之霄

壤，只在于两者的社会聚合过程有所不同（Granovetter, 1978:1425）。在以往的集体行动研究中，这类对偏

好分布的讨论长期未受到重视。部分集体行动从群体的平均偏好（average level of preferences）来看理应

发生，实则却未发生，面对此类情况，门槛模型尤其具有理论意义。

为了便于描述门槛分布与均衡结果之间的微妙关系，格兰诺维特建构了一个简单的数理模型，试图从

代数上证明门槛分布差异对集体行动结果的显著影响（详见图 1）。x设为门槛，f(x)就是门槛的分布，而 F
(x)则是累积分布函数，它等于门槛小于 x的人数比例。在时间 t时，参加暴动的人数比例为 r(t)。假设我们

知道在特定时间点 t的 r(t)，比如，在第二期时（t=2），50%的人加入暴动，那么第三期就会有门槛小于或等于

50%的所有人加入。这个过程可用一个差分方程表示：r(t+1)=F[r(t)]。如果当时间 t时，参加暴动的累积人

数比例为F[r(t)]，那么时间 t+1时，门槛等于或小于F[r(t)]的人，会参加暴动，记为 r(t+1)，而此时参加暴动的

累积人数比例为 F[r(t+1)]，以此类推。为了使 F[r(t)]的值在 x轴上找到相应的 r(t+1)，添加一条 45°线，使 F
(x)=x。让前向递归的过程（forward recursion）可不断重复，持续在 45°线上找到 r(t+n)=F[r(t+n-1)]。当 r(t)=r
(t+1)时，即可确定均衡值（前提条件是行动者一旦参与就不会退出）。根据定义，如果状态向量一旦等于

x ，它在所有将来时刻仍等于 x ，则向量 x 就是动态系统的一个均衡点（Luenberger, 1979:320）。在本模型

中，可以看到，当 r(t)趋于极限时，即可找到均衡点γe。γe就是曲线第二次从 45°线上方跨越时的交点，代数

上可用F(r)=r来表示。

格兰诺维特发现，与平均偏好的思路不同，即使在正态分布的情况下，数理模型中的门槛分布也超出

了与中心趋势相关的常规变化形态（Granovetter, 1978:1427），并获得了分布差异意义上的数理证明。为

了进一步说明在控制中心趋势不变的情况下，门槛分布差异本身所起到的作用，格兰诺维特又设想当门槛

的平均数保持不变而标准差持续变化时，会对均衡结果产生什么影响？经过模拟后，他观察到，当 100个

行动者，个体门槛呈现正态分布，并且平均门槛恒定为 25时，产生了令人惊讶的均衡结果（详见图 2）。Y
轴为均衡值γe，X轴为标准差σ。当到达一个临界点σc时，参加暴动的均衡人数渐渐上升到 6人。而当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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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找出门槛分布均衡点的图解，r(t)= 时间 t上的暴动人数比例

图 2 暴动人数的均衡值与门槛正态分布下的标准差（平均数 25，个数 100）

过临界点σc时，也就是大约在 12.2时，γe忽然陡增到接近 100，之后又开始逐步下降。均衡出现于累积分

布函数第一次从 45°线上方交会之处。门槛正态分布下的曲线会与 45°线相交三次、两次或一次（详见

图 3）。当标准差小于临界点σc时，第一次曲线从上方与 45°线交会在一个低点，然后交会于其下，再次交

会于其上；当标准差等于临界点σc时，前两次的交会点合为一点，之后再从 45°线上方与其相交；当标准差

大于临界点σc时，只有一个交会点，并且初始均衡值接近于 100，随着分布密度降低，均衡值逐渐下降。可

见，临界标准差附近的微小变动会直接导致均衡结果的巨大差异，这也是只关注于平均偏好的理论所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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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的。所以，“如果没有一个明确关于聚合过程的理论模型，我们将很难精确推断何种偏好结构会造成

何种社会后果”（Granovetter, 1978:1428）。

图 3 正态分布下累积分布函数曲线与 45°线交会情况（平均门槛恒定）

（三）形式理论的延展性：对门槛及其分布形态的拓展

由以上的模型建构可知，在个体行为的互动性与异质性假设的基础上，门槛模型分析的最终目的，其

实是在任意排列组合的门槛分布下，通过社会过程的数理化来推断均衡值及其稳定性特征（Granovetter,
1978:1429）。作为一个基础形式理论，如果门槛模型的均衡稳定性发生变化，我们该如何做出解释呢？格

兰诺维特主要从个体的互动性与异质性，即个人门槛及其分布形态，这两个维度上的变化来逐一讨论，进

而引出了门槛模型的两种理论拓展路径。

首先，格兰诺维特指出，如需讨论均衡的稳定性，就有必要将现实中的多种影响因素纳入门槛分布的

考量之中，例如社会结构或社会行动在空间维度上的分布等。关系的强弱即是社会结构的重要表现之

一。举例来说，如果朋友之间的影响力是陌生人之间的两倍，并且假设 100人之间都从陌生人关系变为朋

友关系，那么，所有人参加集体行动的门槛值都会降低一半。通过计算机仿真真实情况下的门槛均匀分

布，格兰诺维特发现，一旦受到任何社会结构的影响，100名暴动者的均衡结果都是不稳定的（Granovetter,
1978:1430）。另外，空间分布差异也会导致均衡结果的可变性。设想在某些大城市中所有人具有均匀分

布的门槛：1%的人口有门槛 0%，1%的人口有门槛 1%，以此类推，1%的人口有门槛 99%，从中随机抽取 100
人聚集在同一时空下，一次抽中门槛是 0%的行动者概率为 0.01，那么，100次都抽不到门槛 0%的行动者，

其概率为(1-P)100，约等于 0.37。如果只有一人参加暴动，其概率为 0.14。可见，最终均衡结果有一半的几

率不是 0即是 1。当门槛均匀分布时，均衡结果在任意排列组合下会变得何其脆弱（Granovetter, 1978:
1431）。因此，格兰诺维特认为这两个方面都是简单门槛模型解释力不足的原因。

作为以上经验变量引入的延续，赫斯特洛姆（Hedström, 1994）与崔时英（Chwe, 1999）都发现了简单门

槛模型的一个隐含条件——人际之间的影响力大小都相同，然而，大量事实已经证明，社会网络的类型与

结构会限制社会影响的传播。他们分别从空间分布与关系强弱的角度对门槛分布做了进一步的理论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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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但这两个研究只针对门槛分布实现了结构上的复杂化，并没有对社会网络的连接性做进一步的形式化

处理。不满足于人际结构上的经验性修正，沃茨等人（Watts, Dodds, Newman, 2002; Watts, Dodds, 2009）将

假定“人际完全互通”（“all-to-all”）的简单门槛模型作为一个特例，融入随机网络模型之中。在门槛模型

的基础上，沃茨等人新设 ki作为行动者 i能直接影响到的“邻居”数量，而且假设社会网络中的个人决策信

息只来源于身边人。这一“地方性”的视角，使个人门槛Φ仅参照于已参与集体行动的“邻居”人数占总“邻

居”人数的比例——例如，当 i身边已有一个行动参与者，且 i的门槛小于等于“邻居”总数分之一时，亦即，

当Φ≤1/ki时，i就会参与该行动。所以，门槛分布 f(Φ)与“邻居”数量的程度分布 pk共同组成了集体行动传

播过程中的关键变量。通过计算机模拟发现，社会影响力的联通实际上只限于小范围，出了这一范围，影

响力联接程度通常比较小。并且，随着个人门槛的异质性增强，大规模通联的可能性也会增加；但是当每

个人“邻居”数量的异质性增强时，大规模通联的可能性反而会降低。可见，在随机网络模型中，影响力若

要成功传播，不仅取决于群体影响下的个人特征（如门槛等），而且也要考虑到人际之间的连接性问题。所

以，格兰诺维特与赫斯特洛姆所提及的空间分布这一经验性考量，就被沃茨等人的模型形式化为“邻居”数

量的程度分布 pk。当人均“邻居”数量等于N-1（N为总体人数）且每人“邻居”数量的标准差为 0时，人际之

间实现了完全互通，那么，简单门槛模型就可作为新模型解释逻辑的一部分了。

除了从门槛分布角度考量均衡稳定性的变化之外，门槛的内涵变化同样会导致均衡结果的改变（Granovet⁃
ter, Soong, 1986; 1988）。当然，这种变更决策依据的目的仍然是为了面对重要的机制性问题——格兰诺

维特分别借用两类复杂门槛模型，重新解释了经济学中的著名议题：“凡伯伦效应”（Veblen, 1961）与“居住

隔离”（Schelling, 1971a; 1978）。如果说简单门槛模型旨在呈现单一群体参与“从众”行为的社会过程，那

么，格兰诺维特通过两种将单门槛变为双门槛的假设转换方式，使个体决策依据多元化，则进一步拓展了

原有的解释机制。

首先，在简单门槛模型的叙述中，他已然察觉到“从众”与“求异”效应（Leibenstein, 1950）都普遍存在

于集体行动之中：“一个谨慎的人会在暴动人数比例是 50%的时候加入暴动，但是，由于担心事情闹得太大

而招致当局镇压，又在 90%时退出”（Granovetter, 1978:1439）。如果将“求异”行为引入门槛模型，门槛变

量的内涵会发生什么变化？解释机制与均衡结果又会有何不同？在只有“从众”行为的情况下，门槛变量

表示他人行动的人数规模或比例越大，个体参与集体行动的可能性越高；相较之下，“求异”行为正好与之

相反，也就是说，他人行动的人数规模或比例越大，个体退出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反而越高。所以，格兰诺维

特假定低门槛（加入门槛）分布为 fL，高门槛（退出门槛）分布 fU ，累积分布函数为FL和FU。可建立新的差

分方程：r(t+1)=G(r(t))=FL(r(t))-FU(r(t))。均衡求解也与简单门槛模型相似：通过前向递归的方法，可以在

（0,1）的区间中渐进地找到均衡值G(re)。当G(x)呈现单峰形态时，门槛分布与均衡结果之间的关系也发生

了相应的改变。作为高低门槛累积分布函数之差的函数G，不一定只会呈现单调性。从数理上看，函数G
在与 45°线交会前只呈现单调递增的形态，可得到稳定的均衡值；如果函数G在与 45°线交会前已从峰值回

落，就无法前向递归得到稳定的均衡结果，会表现出在两值之间来回摆动的模式。均衡的稳定性发生了显

著的变化。

除了通过引入“求异”行为来拓展门槛内涵之外，格兰诺维特同样从群体差异的角度来丰富互动性假

设。以饭馆用餐为例，一个合乎常理的现象也可能是：“当饭馆内白人或黑人顾客的人数规模或比例超过

一定阈限时，相同肤色的潜在顾客才会进店用餐”（Granovetter, Soong, 1988:70）。族群视角的引入，提示我

门槛模型：一个社会学形式理论的建构与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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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一个更为抽象的新问题：当行动者由不同群体组成，个体决策的依据变为只关注与自已身份相同的参与

者规模或比例时，集体行动何以可能？门槛模型的解释机制与均衡结果又将如何变化？格兰诺维特假设

有两个群体，“个体的身份只从属于一个群体，而且，只由于所属群体内的行动者做出二择其一决定的规模

达到一定阈值，个体才会考虑做出相同的行为”（Granovetter, Soong, 1988:73）。这样就形成了以不同群体

规模为依据的另一种双门槛假设。而且，该门槛模型关注群体间存在互斥关系——两类群体规模此消彼

长。还是以餐厅用餐为例，首先假设土耳其裔与日耳曼裔的总人数分别为NT、NG，并且，两者都是固定

值。两组累积分布函数分别来表示土耳其裔与日耳曼裔顾客的门槛：以土耳其裔为例，FT(PT)就代表那些

门槛小于等于店内土耳其裔人数比例（PT）的所有土耳其人的人数比例；同样，对日耳曼裔而言，门槛就是

FG(PG)。可以得到差分方程：nT(t+1)=NTFT[PT(t)]，以此来表示土耳其裔群体中的成员是否在餐厅里用餐

的社会过程。同理，nG(t+1)=NGFG[PG(t)]可以表示为日耳曼裔群体的相似社会过程。其中，PT(t)=nT(t)/
[nT(t)+nG(t)]。通过前向递归的方法，我们同样可以找到两者的均衡点，也就是说，当 nT(t+1)=nT(t)以及 nG
(t+1)=nG(t)时，分别得到均衡值T与G。由此可得，T=NTFT[T/T+G]，以及G=NTFT[G/T+G]。显然，均衡结果

是否真实存在，仍然取决于它的稳定性。格兰诺维特采用线性化方法来估计均衡结果的稳定性（详见 Lu⁃
enberger, 1979:322-28; Granovetter, Soong, 1988:76）。通过复杂的数理分析，格兰诺维特得出的定性结论

是：当两个群体的总体规模越小而店内用餐人数在均衡状态下越大时，均衡结果越有可能达到稳定。

二、经典形式模型的比较：微观经济学理论与门槛理论

从以上的梳理与解析中，可以看出门槛模型对集体行动议题的洞察力。这些理论发现不仅有助于我

们深入理解该模型的关键要义，而且更能引发对社会学形式理论的一般化讨论。作为门槛理论的主要创

见，以个人门槛及其分布为表征的互动性与异质性行为假设，借助动态系统模型的数理转化，以及两种类

型的理论延伸，都在建构和拓展的逻辑上与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发展相异。为此，笔者希望通过两类形式理

论的建模比较，试图探究社会学形式理论的独有特征。

（一）行为假设的形式化：“经济人”与“门槛人”

新古典经济学的形式化，主要体现在个体行为假设的早期演进上。早期政治经济学家（Mandeville,
1723/1962; Smith, 1776/2003）无不观察到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微妙关系，并寓意个人逐利对市场

繁荣的正当性。然而，后续的经济学家却从两个方面进一步聚焦于行动者的经济学意涵：首先，摈弃了个

体的社会福利取向，只强调个体的功利主义动机，进而将个人行为抽象成追求财富的自利行为（Mill, 1848/
2008; 1861/1998）；其次，又将经济学的关注目光从公共领域拉回到私人领域，并明确赋予了个人在市场交

换中秉承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原则（Marshall, 1890/2006）。从经济学者对个人行为的形式化“脱脂”过程来

看，一方面，个人利益与社会福利之间的关系已越来越不重要，取而代之的是，以纯粹个人利益为导向的经

济分析逐渐成为市场交换的讨论核心。这一简化假定直接导致了，个人行为在被“原子化”处理的同时，研

究者不再关注市场过程中复杂的社会互动问题；另一方面，个人在市场中所扮演身份的差异也在经济学者

的分析视野中逐步模糊起来，转而个体都变成利益最大化理念的践行者。这种同质化的个人行为假设使

经济学一度化约为只分析供给与需求关系的社会科学。

不可否认，早期经济学的形式化确实成为了后续经济学者得以深入探究“市场如何可能”这一关键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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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理论基石，但也需要看到的是，行动者的原子化与同质化，阻碍了经济学者从其他基本行为维度去思

考行为假设的可能性。如果从现实生活来看，经济行动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Granovetter, 1985），那么，

“经济人”假设也仅仅是行动者的理想类型之一。在形式理论范畴下，除了从经验层面考察“经济人”假设

与社会现象的相符程度之外，另一个更具理论意义的对话方式即是重新设定基本行为假设，并能与“经济

人”假设下的理论模型形成机制差异甚至完全替代。不同于原子化和同质化的设置思路，我们可以创建具

有社会学意涵的“社会人”假设，门槛理论就是此类做法的一个范例。

显然，格兰诺维特恰恰揭示了“经济人”假设所未能发现的行动者的另一面。尽管“搭便车”理论常被

看成是“经济人”假设在集体行动问题上的成功应用，但这也意味着原子化与同质化假设同样被沿用到了

集体行动的分析之中。针对集体行动议题的形式理论差异，奥利弗（Oliver,1993）曾对不同模型做了区

分。其中，“搭便车”理论被认为是单一行动者模型的代表（Olson, 1965/1971）。也就是说，该模型在群体

行为给定的条件下，行动者决策只表现出个体利益最大化且不与他人互动的一面。不满足于单以“经济

人”假设讨论公共问题，格兰诺维特提出了“门槛人”假设。自涂尔干以降，社会学者倾向于从社会结构与

规范的角度来考察个人行为中的社会性。门槛模型继承了这一理论传统：个体的行为决策只取决于他人

的行为结果。而且，格兰诺维特进一步将之形式化为门槛变量，即某行动者只有当他人参与某一行动的人

数规模或比例达到某一阈值时才会参与。这种互动化假设与“经济人”的原子化假设形成了鲜明对比。不

仅如此，格兰诺维特还凸显了行动者差异的重要性。无论是“高度社会化”所关注的社会规范意义，还是

“低度社会化”所设想的个人利益最大化（Granovetter, 1985），实际上都把行动者“平均化”为毫无偏好差异

的个体，这也导致了两种解释范式之间不必要的抵牾。格兰诺维特反其道而行，强调行动者之间的认知差

别，并通过设置行动者的门槛分布形态来抽象反映人际差别。这一异质化假设不但区别于同质化假设，并

且同质化假设下的搭便车困境完全可作为门槛理论中的一种门槛分布而非唯一门槛分布来做讨论，克服

了孤立的方法论个人主义下行为视角的单一性。

可见，格兰诺维特不仅创设了与“经济人”假设相埒的“门槛人”假设，来考察社会互动条件下的集体行

动结果，而且，搭便车的行动逻辑亦能包含于表征异质性的门槛分布之中，足以窥得社会学形式理论的洞

察力。单从“门槛人”假设的形式化而言，已然浮现出社会学形式理论有别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两个重要微

观基础——人际互动与人际差异。当然，建构“社会人”假设的宗旨还是在于能创造性地回应关键的机制

问题，就如同在集体行动议题下，门槛理论能够展示出门槛分布差异如何导致不同行为结果的创见，而这

也是同质化视角力所不逮之处。

此外，我们也要看到，当新古典经济学在萨缪尔森（Samuelson, Nordhaus, 1948/1992）引入显示偏好的

理念后，个人的实际选择就能体现出个人的具体效用，并且，对个人而言的效用比较又能明确地反映在偏

好的排序上。只要保持内部一致性，个体行为就是在追求效用最大化。反观门槛理论，格兰诺维特所设置

的门槛变量虽然可以抽象地涵盖个人所有的偏好、动机、规范等认知因素，但无法还原出这些认知因素之

间的关系与权重。比如，两个拥有相同门槛的行动者，却往往具备不同的认知因素组合，这样就不能进一

步比较两者认知的内部结构差异了。所以，基于人际互动与人际差异的门槛理论同时也将个人认知的内

涵视作一个“黑箱”。

（二）社会过程的数理化：“静态边际分析”与“动态系统分析”

个体行为假设与数理模型表达往往保持着方法论思维的一致性，有时甚至是一个互为强化的过程。

门槛模型：一个社会学形式理论的建构与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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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经济学的“科学化”还要追溯到漫长的“边际革命”时代。“在边际主义的旗帜下，经济学不再关注在

历史上起决定性意义的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制度与社会关系，而是......趋向于成为一种仅仅关注抽象的个别

原子和东西之间的拜物教似的关系。”（Winch, 1973）这也使理论重点从古典派的增长论转向新古典派所

强调的分配和效率，换言之，经济分析从宏观动态转向了微观静态。后继的新古典经济学家才通过微分求

解的方法，将边际效用思想广泛运用到静态经济分析之中。从此，经济学逐步演变为一门讨论选择的科

学，并致力于研究在约束条件下效用函数的最大值问题。虽然这种借用边际分析的数理方法确实能找到

一般均衡时效用函数的最优解，但此类既可表示某一个体又能表示某一群体的效用最大化分析，却不能明

确呈现市场从个人上升到集体的具体社会过程。

这一数理方法的局限也不可避免地体现在奥尔森对集体行动问题的讨论之中。虽然奥尔森已经意识

到，“分析集团大小与集团中的个人行为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困难的，部分因为一个集团里的每个人对他所

属集团追求的集团物品可能抱有不同的价值观”（Olson, 1965/1971），但是，当他在推断个体何时会参与集

体行动时，仍然沿用了效用最大化的论证思路——个人收益与集团收益之间的边际比较。为了说明个人

收益与集团规模之间的关系，并以此最终求得个体愿意参加行动的条件，奥尔森考察了个人购买不同数量

公共物品的损益情况。假设集团规模与个体占集团收益的份额都为常数，通过个人获得公共物品的比率T
对个人收益Ai求导，当此项最大值为 0时，可得到个人提供公共物品的条件：当个人得到的集体物品数量

最优（集团收益率超过成本增加率的倍数等于集体收益超过个人收益的倍数）时，集团总收益与成本之比

要大于集团收益与个人收益之比。不可否认的是，奥尔森的确完美论证了针对集团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

系，个人在效用最大化时提供公共物品的条件。然而，个体同质化的行为假设致使奥尔森相信，每位行动

者都会在效用最大化时做出相同的利益计算，从而，当集团规模扩大时，行动者纷纷选择搭便车；不仅如

此，原子化假设又使集体行动中的参与者只从个人利益出发，并直接与抽象的集团利益做比较，而不顾及

他人。所以，这种静态边际分析的思路就是在个体效用最大化的趋同假设下，将集体行动过程简单分割成

个体与集团的二元利益比较。

与搭便车理论不同，格兰诺维特的门槛模型则强调集体行动的互动聚合过程。如果搭便车模型被视

作时间变量阙如的静态分析，那么，门槛模型就可看成是集体行动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动态解释。可见，

动态与静态的主要差别即在于前者“是能产生时变曲线的现象，该曲线在某一时刻的特征与它在其他时刻

的特征相联系”（Luenberger, 1979:1），但后者并不具有此类特点。针对个体的互动性与异质性假设，格兰

诺维特采用动态系统分析作为呈现集体行动变化过程的数理工具。这一源自物理系统的同构模型，如今

也常被应用于族群演变、经济的组织行为等一系列社会系统问题之中。一方面，相异于同质化行为假设，

异质性假设需要具体表现出系统的分布结构，而各类结构关系正可成为动态系统模拟均衡结果的前提条

件；同样，与原子化行为假设不同的是，互动性假设要求前一时刻的行动结果对后一时刻的行动决策会产

生递延影响，而动态曲线也恰好满足了个体间的行为叠加效应。另一方面，动态与静态分析在均衡结果求

解上也存在本质区别。通过边际分析，求得个体的效用最大值，只可呈现静态的均衡结果；与之截然不同

的是，借助动态系统，均衡结果并不取决于同质化的个体决策，而是体现了互动效应下的动态结果——如

上文所述，当系统中的状态向量处于均衡状态而不再移动时，说明系统达到了均衡点。作为一个离散系

统，集体行动的动态过程只需要用差分方程来模拟，通过前向递归的方法就能找出均衡点。比之静态分

析，这一动态视角的优势即在于可以清晰而准确地说明哪种门槛分布会导致哪种均衡结果。换句话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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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社会构成（composition）与集体行动的社会后果能够一一对应起来，因而，在方法论上不必再拘泥于

“平均偏好”所造成的思维局限了。

从新古典经济学与门槛模型的数理思想比较中，我们很容易发现后者对动态系统的强调，这也提示了

社会学形式理论应当着重考察社会过程的互动聚合机制，而非仅仅满足于在区分微观个体与宏观群体的

基础上，静态而割裂地解释其社会过程。另外，格兰诺维特认为，相较于博弈论方法，动态系统分析也有其

独特优势。他尤其从两个方面指出博弈理论的缺陷：1. 博弈理论假设所有行动者一起做出决定。但现实

来看，每个人的决定会取决于他人先前的决定。共时的决策不但排除了集体行动的渐进性，而且预设人们

在行动之前观念已趋于一致；2. 行动者被简化为只拥有共同的偏好。如之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平均

偏好的思路忽视了行动者之间的差异（Granovetter, 1978:1434）。除此之外，动态系统分析也使门槛模型

避免了类似博弈论对 n维收益矩阵（pay-off matrix）的分析，而只需运用一维门槛向量，即可准确呈现集体

行动的具体机制。

（三）形式理论的延展性：理论拓展路径的学科比较

进入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微观经济学家开始反思“经济人”假设的适用性及其内涵等问题。其中有一

类经济学者致力于以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传统上非经济领域的研究议题。如布坎南、塔洛克对民主立宪

过程的讨论（Buchanan, Tullock, 1962），波斯纳关于法律的经济分析（Posner, 1973/2007）以及贝克尔对社

会性议题的扩展效用分析（Becker, 1976/1978）等都可看成是这一扩张性路径的典范。以贝克尔的扩展效

用理论为例，在“经济学帝国主义”向非传统经济领域“扩张”的过程中，单一的货币理性已无法满足于解释

非经济活动的行为。为此，贝克尔在效用最大化的前提下，通过扩充个人偏好的内涵，试图形式化地分析

原本被视作“非理性”的行为。针对利他主义行为，贝克尔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利己在不同环境条

件下的存活价值是不难理解的，那么，为什么人类中的利他行为能够延续下来？根据定义，利他主义者宁

愿减少自身消费以增加他人消费；而利己主义者愿意采取能增进他们财富的一切行为而不考虑对其他人

的影响。然而，利他主义行为得以延续至今就说明，即使没有对利己主义者的社会控制，利他主义者的消

费和财富也会超过利己主义者。所以，贝克尔认为利他主义行为同样可以作为个人理性的结果加以解

释。他假设 h为利他主义者，i为利己主义者，那么，利他主义者 h的效用函数可表示为Uh=Uh(Xh, Xi)，Xh
与Xi分别为 h与 i的自身消费。h的预算约束为 pXh+hi=Ih，hi表示 h转移给 i的货币量，Ih表示 h的自身收

入，所以，i的预算约束为 pXi=Ii+hi，pXh+pXi=Ii+Ih=Sh，Sh就是 h的社会收入。由此，h的效用函数最大化

的均衡条件是：(∂Uh/∂Xh)/(∂Uh/∂Xi)=MUh/MUi=p/p=1。这时，h对 i转移适量资源以使 h从其自身的增量和

i的消费增量中获得相同的效用。在进一步推论时，贝克尔发现了一种“腐化”原理：每当利他主义者通过

他的行为对其他人的行为的影响来增加其自身消费时，利己主义者具有试图仿效利他主义行为的动机，因

为不论虚实，“外显”的利他主义行为都能增加自身消费。可见，贝克尔在效用函数中引入了原属社会性范

畴的利他主义动机，丰富了仅仅持有利己偏好的“经济人”假设。

从形式理论的发展路径来看，无论是双门槛设置，还是扩展效用理论，都通过拓展原有行为假设的内

涵，实现了向其他学科议题的扩张。然而，双门槛模型与扩展效用理论之间仍然存在扩张策略上的差异。

这一差异主要表现在社会学向经济性议题与经济学向社会性议题扩张时，行为假设的可还原层次上。不

管是引入“求异”信念的门槛，还是分别表征互斥群体的“从众”门槛，格兰诺维特都进一步扩大了门槛概念

的内涵。在信念形成机制的范畴下，设置作为复数的个人门槛变量，使门槛模型得以解释原属经济学领域

门槛模型：一个社会学形式理论的建构与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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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凡伯伦效应”与“居住隔离”问题。然而，门槛内涵的扩大并不代表所有层次的决策依据都可被一一纳

入其中。由于格兰诺维特只通过门槛值测量行动者的个人阈限，并没有赋予其明确的个人认知结构，换言

之，门槛理论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只涉及个体对群体层面的行为结果考量，而无关个体层面自身的具体认

知，所以，无论简单门槛模型再另外引入哪类门槛变量，该变量都仅限于描述群体层面的社会效应对个人

的影响，比如只涉及参与者数量变化的“求异”效应等。这也是个人只依据他人行为结果而决策的信念形

成机制所固有的方法论局限。反观扩展效用理论，个人偏好的内涵扩大可以同时伴随着群体与个人两个

层面的决策依据引入。如同原本属于群体互动范畴的利他主义动机，作为一个新的行动者偏好，被纳入扩

展效用函数之中。与若干门槛变量分别独立表征若干群体行为结果不同，扩展效用函数中的不同偏好及

其行为结果都能最终通约成个人效用来比较。由于偏好之间的结构与函数关系（利己主义动机与利他主

义动机等）已知，所以，各类层次偏好所导致的行为结果都能还原为单一加总下的成本、收益与效用。此

外，理论扩张策略本身也存在一定的建模限制。首先，如果丰富行为假设的目的还是在于进一步解释新的

机制性问题，那么，随着决策依据一味的类型化与复杂化，反而会越来越不能回应关键的机制问题。比如，

两类双门槛模型分别用以解释“凡伯伦效应”与“居住隔离”问题，如果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引入不同内涵

的门槛变量，往往就难以找到可与之对应的现实意义或理论意义。其次，决策依据的多元化也容易造成数

理分析的繁复化。例如，“求异”行为的引入使互动聚合过程在变得复杂化的同时，均衡结果也在求解过程

中产生了更大的不确定性——均衡值可能形成来回震荡的状态。显然，在双门槛的基础上，如果再引入新

的门槛变量，均衡结果的不确定性会愈发显著。同样，扩展效用理论或多或少也存在这两个扩张策略上的

问题。

作为经济学另一类反思的重要开端，赫伯特·西蒙（Simon, 1955）认为个体在决策时，由于掌握信息与

分析计算的能力有限，完全理性的“经济人”过于理想化，应当被更符合现实的有限理性的“社会人”所代

替。这一革命性的洞见直接奠定了经济学家进一步修正“经济人”假设的主要思想基础。作为重要的现实

约束条件，交易成本或信息因素对市场机制的影响都是这一修正性思路的代表。以信息经济学为例，阿克

洛夫（Akerlof, 1970）的“柠檬”市场理论就试图证明非对称信息导致市场“逆向选择”的机制。在二手车质

量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由于买家并不了解高质量与低质量车的差别，因而，无论质量高低，都倾向于以相

同的价格购买。如果买家总是以市场的平均质量来估价，这就造成高质量车主会退出该市场，久而久之，

市场中的平均车价越降越低，其平均质量也越降越低，就逐步形成了“逆向选择”过程。在此基础上，斯宾

塞（Spence, 1973）引入了市场信号的概念。作为市场参与者解决“逆向选择”问题的一种对策，市场信号就

是那些可以被其他参与者观察，并且在市场上传递个体行为和特征的信息。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里，通过

大量释放信号，依然可以获得被“逆向选择”所破坏的市场效率。所以，当行动者的信息完全对称时，市场

价格能明确反映商品质量，价格机制就作为信息经济学的一种解释特例而存在；当信息不完全对称时，原

本仅凭价格机制即可判断质量优劣的“神话”被“逆向选择”过程打破了。为了重获市场效率，作为替代性

机制的“信号传递”成为了信息非对称条件下新的效率机制解释。

无论是社会网络的连接性问题，还是信息的对称性问题，都分别成为了门槛模型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

的现实约束条件。针对此类约束条件，两个模型都发展出替代性的解释机制。并且，类似于物理学中的相

对论对牛顿定律的修正，两类形式模型同样实现了既有理论的范式性增长——社会网络限制下的信念形

成机制与“逆向选择”过程中的“信号传递”机制分别将简单门槛模型与新古典经济学视作解释逻辑中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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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特例，并拓展了原有的理论范畴。然而，这类行为假设修正也存在学科之间的理论拓展差异——现实约

束条件对新模型的作用在两个理论中有不同的体现。在门槛模型的理论拓展中，沃茨等人发现，社会网络

的连接形态会影响到集体行为的传播过程。原本作为一个重要外生条件的人际关系连接问题，被沃茨等

人直接转换成作为内生变量的“邻居”数量的程度分布，融入到简单门槛模型之中。在摒弃了原来“人际完

全互通”假设的同时，新模型将人际连接的影响分布形式化为一个结构性变量，与同为结构性变量的个人

门槛共同组成了影响集体行动结果的两个关键因素。不仅如此，为了适应于人际连接的程度分布，个人门

槛的参照对象只需在规模维度上从全部行动者调整为直接相连的“邻居”。所以，作为社会学形式理论的

一个优势，注重社会结构变化的个人行为分析便于将重要而容易忽视的外生条件，转化成另一个内生而并

置的结构性变量，进一步丰富了原来的信念形成机制。与这一“由外生条件转向关键内生变量”的修正方

式不同，信息经济学会随外生条件的变化而重建新的解释机制。为了克服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逆向选

择”效应，斯宾塞引入了“信号”变量。作为效率机制的另一类表征，“信号传递”机制同样可以通过释放个

体信息或特征，使市场获得效率。然而，信息经济学所关注的重点不在于信息不对称条件限制下的价格机

制，而在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作为效率替代的“信号传递”机制，形成了一种解释机制的完整替代。所以，

在微观经济学的理论修正中，外生条件难以进一步形式化为关键的内生变量。

三、结 论

作为社会学形式理论的一个范例，格兰诺维特的门槛模型从个人行为的互动性与异质性角度出发，凭

借动态系统分析模拟了在集体行动时不同门槛分布导致不同人数均衡结果的互动聚合机制，并且，展示了

两类形式理论发展路径的具体逻辑。一方面，这一具有代表性的社会学形式模型，与微观经济学理论一

样，同时具备经典形式理论的三个重要特征；然而，另一方面，在行为假设的形式化、社会过程的数理化，以

及形式理论的延展性上又体现出与微观经济学的不同之处。虽然社会学形式理论的稀缺现状难免会造成

有限案例的归纳性不足，但两者比较之余，我们仍然可以尝试总结出社会学形式理论的一些发展方向：

首先，对人际互动与人际差异的强调，使我们看到社会构成的些微变化完全可能导致社会后果的巨大

差别，这也是惯于设定“平均偏好”的既有理论所未能揭示之处。在形式理论意义上，这一信念形成机制能

帮助我们克服一系列诸如“道义小农”（Scott, 1976）还是“理性小农”（Popkin, 1979）之类的各执一端的争

论，但也要看到，这些经典的行为假设之争又可能成为重要的思想来源，指引我们进一步建构出具备互动

性与异质性视角的社会学行为假设。

其次，对社会过程的数理化呈现，应当成为社会学形式理论需要探索的另一个重要目标。齐美尔所提

出的“社会何以可能”（Simmel, 1983/2009）作为社会学的核心命题，已激发了一代又一代社会学家不断发

掘各类解释机制。在此基础上，为了更为精确、更少歧义地展示机制过程，社会理论的数理“转译”势必成

为形式模型能否进一步“科学化提纯”的关键。所以，探究以动态系统分析为代表的互动聚合模型，正是社

会学迈向经典形式理论的一个重要途径。

第三，无论是向其他议题领域的扩张，还是实现理论的范式性修正，都是基础形式理论进一步拓展的

重要方式。对社会学形式模型而言，只基于他人行为结果的个人行为假设，一方面易于将现实约束条件转

化成新的关键内生变量，形成理论的范式性增长，而另一方面却难以还原到个人内部的认知结构层面，进

门槛模型：一个社会学形式理论的建构与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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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拓展行为假设的内涵。所以，如何打开个人认知的“黑箱”，以及如何将个人认知结构与他人行为结果

相结合，都是需要进一步探索之处。当然，社会学形式理论的延展逻辑还不尽于此，只要能使解释机制产

生本质变化的拓展方式都值得我们去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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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shold Models: The Formation and Extension
of a Formal Theory in Sociology

LIU Wei

Abstract：Formal theories have been broadly used in social science. Especially, the whole Micro-eco⁃
nomics is a typical application, while in sociology formal theories are quite few. Fortunately, Mark Gran⁃
novetter’s threshold models seem regarded as a paragon of formal theories. Owing to the scarcity of formal
theories in sociology, we will focus on the establishment and extension of threshold models in order to ex⁃
plore the approaches to formal sociology. First, we will illustrate the formalization and mathematical analy⁃
sis of the simple threshold model, and explain the logic of theory accumulations in two complex ones. Sec⁃
ondly,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Micro-economics and threshold models will help us gen⁃
eralize the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of formal theories in Sociology.

Key words：Formal Theories in Sociology; Threshold Models; Micro-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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